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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血管创伤常见于战争时期，主要由爆炸等原因造成，是导致战争伤亡率升高的关键原因。其损伤部位

以四肢血管发生率最高，其次为颈部、骨盆部、胸腹部，且动脉损伤多于静脉损伤。血管创伤动物模型是一种应用

于军事医学研究的动物模型，可模拟战场血管创伤情况，对降低血管创伤导致的战场伤亡率至关重要。目前血管创

伤动物模型主要包括创伤性血管疾病模型和创伤性出血模型两大类。兔类、鼠类、猪类为血管创伤动物模型的常用

动物种类。本文就近年来血管创伤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和困境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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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models of vascular injury: a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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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scular injury is common in war and is mainly caused by explosion and other causes. It is the key cause 
for the increase of war casualties. The incidence of vascular injury is the highest in extremities, followed by neck, pelvis, 
chest and abdomen, and arterial injury is more than venous injury. The animal model of vascular injury is an animal model 
used in 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 It can simulate vascular trauma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s essential to reduce the battlefield 
casualties caused by vascular injury.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animal models of vascular injury used in clinical 
research, including traumatic vascular disease model and traumatic bleeding model. Rabbits, murine and pigs are the common 
experimental animals for the animal models of vascular injury. In this review, we sum up the recent research advance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difficulties of animal models of vascular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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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军事医学研究实验的目的在于减轻战争

和恐怖主义袭击对武装部队及群众的影响，并提高

对伤员的救治效率。由于爆炸等原因造成的血管创

伤是导致伤员急性失血并引起战场伤亡和死亡率升

高的重要原因，如何救治战时血管创伤成为研究关

键，因此用于血管创伤实验的动物模型至关重要。

血管创伤动物模型主要分为创伤性血管疾病模型和

创伤性出血模型两大类，目前常用的动物种类为兔

类、鼠类、猪类。本文综述了有关血管创伤的动物

模型，介绍了模型的建立方法、研究内容及适用范

围，总结及展望了血管创伤动物模型的发展与困境。

1　创伤性血管疾病模型

在现代战场上，因爆炸等引起的颅脑、躯体和

肢体创伤往往与血管损伤合并存在 [1-2] 。这些损伤

常须在战区内进行紧急血管修复后才能在战后进行

重建治疗 [2] 。目前据此构建的、具有较为成熟造模

方法的创伤性血管疾病动物模型包括创伤性动脉瘤

动物模型、创伤性动静脉瘘动物模型和创伤性肢体

深静脉血栓动物模型 3 类。

1.1　创伤性动脉瘤动物模型 创伤性动脉瘤，又

称假性动脉瘤，是因动脉管壁被撕裂或穿破后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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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破口流至动脉中膜和外膜之间而形成的搏动性

血肿。其不同于真性动脉瘤，真性动脉瘤拥有完整

的内膜、中膜及外膜。血管损伤时假性动脉瘤的发

生率约为 9% [3] ，最常发生于股动脉 [4] 。实验室中创

伤性动脉瘤动物模型的造模血管主要有股动脉和颈

动脉。

1.1.1　股动脉创伤性动脉瘤模型 股动脉是创伤

性动脉瘤的首发部位，尤其是贯穿伤 [5] 。股动脉创

伤性动脉瘤动物模型于 1998 年首次构建成功 [6] ，

示意图见图 1。该模型使用日本白兔，体质量为

2.5  ～  3.0 kg，雌雄均可。模型构建方法：将动物

麻醉、消毒后，于腹股沟处做切口，分离暴露股

动脉后使用血管夹夹闭其近心端以阻断血流。于股

动脉远心端做长 3 mm 的纵向切口，使用双极电凝

器在相应位置肌壁上烧灼造成一直径和深度均为 5 
mm 的圆形小洞，然后在显微镜下用 9-0 无损伤缝

线将股动脉纵向切口与肌壁上的圆形小洞吻合，形

成一个比肌壁上烧灼的圆形小洞稍大的血肿。若无

渗血且在吻合口的远心端能够扪及动脉搏动，提示

造模成功。与大型动物模型相比，用兔类建立的模

型可节约更多的研究成本，且操作简便，有利于开

展假性动脉瘤相关实验。

1.1.2　颈动脉创伤性动脉瘤模型 我国学者将颈动

脉创伤性动脉瘤的形成过程分为 4 期：动脉损伤

血肿形成期、假性动脉瘤形成前期、假性动脉瘤

形成期、瘤体增大期 [9] 。颈动脉创伤性动脉瘤的瘤

腔增大速率较真性动脉瘤更快，且其破裂的风险

也更大，一旦确诊应尽早治疗。此类模型的建立

常使用兔类，例如 Herting 等 [10] 用体质量为 3.0  ～   

3.5 kg 的日本大耳兔建立的颈动脉创伤性动脉瘤模

型。建模方法：将兔麻醉、消毒后，在显微镜下分

离暴露颈总动脉，于右侧胸头肌的中点处，沿内缘

用双极电凝烧灼一直径为 2  ～  3 mm 的圆孔，开口

向内侧，深约 5 mm。动脉夹夹闭颈总动脉近心端

以阻断血流，在与肌肉灼烧圆孔相对的颈总动脉壁

图 1　日本白兔股动脉创伤性动脉瘤模型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femoral artery traumatic 

aneurysm model in Japanese white rabbits

2003 年另有一种使用家猪建立的股动脉创伤

性动脉瘤模型构建成功 [7] ，示意图见图 2。研究者

造模使用的家猪体质量为 45  ～  50 kg。将家猪麻醉、

消毒后，在双侧腹股沟韧带下 2 cm 处做切口，暴

露股动脉和股静脉后静脉推注肝素 50 U / kg，然后

用血管钳阻断血流。使用 6 mm 扩张性聚四氟乙烯

移植物在皮下空间与股动脉、股静脉端侧吻合，形

成 30 cm 的环形动静脉分流，并在此移植物中间插

入一段直径 12 mm 、长 4 cm 的 Dacron 移植物造

成假性动脉瘤。

2010 年，Geutjes 等 [8] 在上述家猪股动脉创伤

性动脉瘤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大小可控且能

够定位的股动脉假性动脉瘤模型（图 3）。他们将

家猪麻醉、消毒后，分离暴露股动脉和静脉，使用

血管钳阻断血流，在股动脉和股静脉上的相应位置

分别纵向切开 4 mm，并用 6-0 聚四氟乙烯缝线吻

合股动脉和股静脉切口，取下股静脉血管钳并在该

位置近、远端结扎，形成假性动脉瘤。在该模型建

立时不仅在建模流程上予以简化改进，研究者还能

根据研究目的控制动物模型中的瘤体大小，便于建

造更适合的动物模型。

第 12 期．王诗颖，等．血管创伤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

图 3　改进家猪股动脉创伤性动脉瘤模型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odified improved 

traumatic femoral artery aneurysm model in pigs

图 2　家猪股动脉创伤性动脉瘤模型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umatic femoral artery 

aneurysm model in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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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纵向切口，长 4  ～  5 mm。用含 25 U / mL 肝素

的生理盐水冲洗颈总动脉管腔至无血凝块后，再用

9-0无损伤缝线吻合动脉纵向切口与肌肉灼烧圆孔，

从而形成假性动脉瘤。若无渗出则提示造模成功。

1.1.3　其他创伤性动脉瘤模型 Bai 等 [11] 用小动物

构建了主动脉及下腔静脉假性动脉瘤模型，采用

6  ～  8 周龄的 Wistar 大鼠进行心包补片植入。将大

鼠麻醉、消毒后，在显微镜下分离暴露下腔静脉，

于肾静脉平面下缘及其下 2 mm 处用血管钳夹闭血

管阻断血流，并用 6-0 缝线结扎离断此范围内的所

有腰椎静脉，在前壁做长 3 mm 的纵向切口。采用

连续缝合法以 10-0 缝线将心包补片与切口边缘缝

合，缝合后松开血管钳恢复下腔静脉血流。缝合腹

部切口，完成下腔静脉假性动脉瘤造模。主动脉假

性动脉瘤模型以相似的方式植入皮下贴片造模。

1.2　创伤性动静脉瘘动物模型 动静脉瘘是动脉

和静脉之间的异常连接，动静脉间没有毛细血管存

在 [12] 。动静脉瘘可以是自发性的，也可以是创伤或

手术造成的，会导致心力衰竭、血栓形成、血管瘤

等多种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绝大多数后天性动

静脉瘘是由创伤所致，且以股部为多发部位 [13] 。因

此，创伤性动静脉瘘动物模型的造模位置常在股动

脉，常用的动物主要是兔类和鼠类。

1.2.1　兔类创伤性动静脉瘘模型 相较鼠类，兔类

体型相对较大，其动脉解剖结构也与人类更相近，

易于造模 [14] 。兔类创伤性动静脉瘘模型一般使用新

西兰大白兔 [15] ，体质量为 2.2  ～  2.4 kg。经耳缘静脉

注射 3% 戊巴比妥钠（1 mL / kg）麻醉后，仰卧位固

定并消毒。在一侧腹股沟韧带下缘 2 cm 处做皮肤切

口，分离暴露股动脉和股静脉，用血管钳夹闭动脉、

静脉两端以阻断血流。取动脉、静脉相邻侧各做

长 5  ～  6 mm 的纵向切口，注射肝素（100 U / mL） 
冲洗，然后在显微镜下用 12-0 缝线进行动静脉侧

侧吻合。松开血管钳，吻合血管通畅无渗漏则动静

脉瘘模型成功建立。

1.2.2　鼠类创伤性动静脉瘘模型 鼠类因其繁殖速

度快，饲养条件要求又相对较低，被广泛用在科研

工作中。与其他模型动物相比，鼠类成本低、体型

适中，使得建立的动物模型更加简单且易操作 [14] 。

但鼠类血管较为细小，与人类在生理及解剖结构上

存在差异。鼠类创伤性动静脉瘘模型一般使用大

鼠，体质量为 350  ～  415 g。将大鼠麻醉、消毒后

做右腹股沟切口，暴露并夹闭股动脉和股静脉两

端。在股动脉侧壁做切口后结扎离断股静脉远端。

用 10-0 缝线在股静脉离断端与股动脉侧壁切口之

间进行端侧吻合，使用多普勒超声验证血流通畅后

用 4-0 缝线缝合皮肤 [16] 。

1.3　创伤性肢体深静脉血栓动物模型 深静脉血

栓形成是静脉血栓栓塞的主要表现之一，其高发

病率是导致人类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

近研究报道，仅在美国，静脉血栓的发病率就高

达每年 90 万例，其中 1 / 4 的病例是致命的 [17-18] 。

战场上创伤后的肢体制动是使深静脉血栓高发的

主要危险因素 [19] ，为探索其发生机制及制定具

体的预防措施，创伤性肢体深静脉血栓动物模型

的建立不可或缺。虽然早先已存在多种静脉血栓

形成的动物模型，但这些模型是以直接损伤血管

而导致的急性血栓形成模型，并不适用于研究创

伤后肢体制动导致的亚急性或慢性深静脉血栓形

成 [20] 。在动物种类使用方面，由于 Virchow 最初

使用犬类建立模型以模仿人类的发病情况，所以

当时的研究大多使用大型哺乳动物 [21-23] ；后因转基

因技术的发展，人们较多地使用小型的啮齿类动

物，如鼠类、兔类。

1.3.1　兔类创伤性肢体深静脉血栓模型 一般使用

8  ～  10 个月龄的新西兰大白兔，体质量为（3.0± 

0.2）kg。耳缘静脉注射 3% 戊巴比妥钠（1 mL / kg） 
麻醉后，将兔子以右侧俯卧位固定。使用打击装置在

左侧股骨大转子至大转子下1.5 cm 范围内以 7.5 J 的 
能量进行击打，击打接触面积约为 1 cm2。然后利

用石膏将左下肢固定于屈髋屈膝位，检查右髋能够

自由活动后，成俯卧位，再行石膏定型。于造模后

第 7 天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股静脉血栓情况，

如血栓形成则造模成功 [20] 。

1.3.2　鼠类创伤性肢体深静脉血栓模型 目前研究

通常使用 Drawley 大鼠，体质量为（280±15）g。
将造模大鼠双下肢固定后，在两侧下肢的近端（距

大转子约 1.0 cm 处）外侧使用打击装置施加 5 J 的

能量击打。确认击打导致骨折后用石膏固定，25 h
后使用超声检查观察造模大鼠是否发生深静脉血栓

形成，判断造模有效性 [24-25] 。

2　创伤性出血动物模型

不可控的大量失血是战场上发生死亡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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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 [26] ，高达 90% 的可预防死亡都是由大出

血引起的，其中超过 1 / 3 的死亡是由肢体损伤后急

性失血导致的 [27] ，绝大多数不受控制的大出血死亡

发生在伤员运输途中 [28] 。因此，早期控制出血是救

治伤员的最有效策略之一，手术技术和其他止血方

法的改进对于保护伤员的生命至关重要，而相关研

究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建立动物出血模型以模拟

相应损伤情况来开展。目前，动物出血模型已被广

泛使用于战场创伤研究，建立方法有直接损伤血管

法、肝脏损伤法、脾切除后血管抽取法、脾脏损伤

法等。

直接离断或损伤血管而建立的创伤性出血动

物模型主要使用猪类。早先，研究者常采用体质量

为 42  ～  55 kg 的约克夏猪进行复杂的腹股沟损伤血

管，建立出血模型。该过程包括大腿近端半横切和

股动脉及股静脉的完全离断，在损伤后 15 min 开

始复苏，成功复苏则造模成功。同时监测血流动力

学 180 min，记录伤口的温度及动脉、静脉、神经

和肌肉的损伤情况，实验以造模动物的失血死亡

为观察终点 [29] 。而目前的创伤性出血动物模型建

立过程已简化，如 Stuart 等 [30] 建立的一种用于研究

战场止血的创伤性出血模型，使用体质量为 35  ～   

45 kg 的约克夏猪。将猪麻醉、消毒后，分离暴露

股动脉、腋窝动脉和颈动脉，使用 6 mm 的穿孔活

组织检查设备进行动脉切开术。体外失血量利用止

血垫与纱布的质量测量，使用侵入性设备持续监

测动物的生命体征，当平均血压降低至 20 mmHg 
（1 mmHg ＝ 0.133 kPa）以下且末端潮汐二氧化碳

含量低于 15 mmHg 连续 2 min 时判定造模动物死

亡，结束实验观测。

3　展望和困境

血管创伤动物模型的建立与使用在很大程度

上有助于军事医学血管创伤研究的开展，也可辅助

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战时血管创伤的发生并及时革

新更高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从而达到减少战争伤

亡的目的。随着基因研究工作的发展，为了节约成

本和简化实验操作，未来更多的动物模型可能将倾

向于使用小型啮齿类代替大型哺乳动物，鼠类可能

会逐渐成为动物模型建立的主要使用动物种类。

动物模型的发展也常常涉及到许多伦理方面

的问题。例如，美国国防部对使用动物进行创伤

研究的方式已经提出意见，特别是在用活体动物

开展模拟实验时动物可能没有完全麻醉，这完全

违反了动物伦理 [31] 。如何解决动物模型相关的科

学研究与伦理问题之间的困境将是未来动物实验

的发展重点，在将来的军事研究中也可能更多地

应用动物模型的替代方案，如用于碰撞和冲击研

究的模拟人等。这些方法多已被用于实验，且早

在1970年就有研究者将创伤研究的模型分为人体、

人类学模型、活体动物和非物理模型 4 类 [32] ，人

类学模型和非物理模型在创伤研究中的应用可能

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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